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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了解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病率，多角度分析脑卒中后吞咽障碍

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对 2023 年 10 月— 2024 年 5 月江苏省 8 个市 14 家 

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 226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进行问卷调查，最终回收有效问卷 221 份，分别建立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得到 2 种模型结果下的焦虑抑郁影响因素，并进行预测性能比较和受

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结果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病率为 61.5%（136/221）。Logistic

回归模型显示进食方式中间歇管饲（OR=0.307， 95%CI：0.110～0.853）、饮水试验结果Ⅳ级（OR=2.645， 

95%CI：1.226～5.703）、有 D 型人格（OR=4.485， 95%CI：1.732～11.608）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中高支持

状态（OR=0.522，95%CI：0.277～0.984）为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P ＜ 0.05）。决策树模型显示有无 D 型

人格为影响焦虑抑郁的主要因素，其次为进食方式、饮水试验结果、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和性格特征 

（P＜0.05）。2种模型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均＞0.7，且预测性能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发病率较高，结合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指导临床，

能更好实现对患者焦虑抑郁的早期识别和预防以及晚期针对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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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and to analyze the factors affect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Method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226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in  
14 Class Ⅲ Grade A hospitals in 8 cities of Jiangsu Province from October 2023 to May 2024 was conducted 
using convenience sampling method. A total of 221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recov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and decision tree model were established respectively to obtai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under the results of the two models， and the comparison of predictive performance and the comparison of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 were conducted. Results  The prevalenc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was 61.5% （136/221）.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showed that intermittent tube feeding 

［OR=0.307， 95%CI （0.110， 0.853）］， water swallow test result grade Ⅳ ［OR=2.645， 95%CI （1.226， 5.703）］， 
type D personality ［OR=4.485， 95%CI （1.732， 11.608）］， and high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OR=0.522， 95%CI 

（0.277， 0.984）］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and the differenc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Decision tree model showed type D personality was the main factor influencing anxiety 
and depression， followed by eating style， water swallow test results，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and personality 
traits， with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P ＜ 0.05）. The area under the r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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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全球卒中负担最大的国家之一，患病人

数居世界首位且不断上升［1］。在脑卒中群体中，吞

咽障碍发病率可高达 80%，是脑卒中后最常见并发

症之一［2］。有研究表明，与非吞咽障碍患者比较，

有吞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出现焦虑抑郁等负性心理

的可能性更大，心理健康状况更差［3］。焦虑抑郁是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主要心理问题，影响个体

在症状管理、治疗、活动等过程中的自我管理能力，

严重妨碍患者吞咽功能的康复，延缓康复进程［4］。

而康复进程的延缓又加重患者焦虑抑郁情绪，如

此反复形成恶性循环［5］。焦虑抑郁不仅影响康复

治疗对吞咽功能的改善，也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

量［6］。风险预测可以及早识别发生焦虑抑郁的高

风险患者，有助于合理优化医疗资源分配，为脑卒

中后吞咽障碍患者提供个性化的治疗与护理，及时

阻止或减轻焦虑抑郁的发展，改善患者的预后和生

活质量。目前已有学者针对脑卒中后抑郁展开相关

研究［7-8］，但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

研究较少，尚未见针对其风险预测的研究。Logistic

回归与决策树是风险预测的 2 种常用工具，前者

解释性强、适用范围广，后者直观易懂、灵活性强，

两者各有优势，同时运用可以实现互补，提高分析

性能，已被广泛应用于卫生医疗领域［9-10］。本研究

通过构建 Logistic 回归与决策树模型探讨影响脑卒

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的危险因素，为临

床早期识别和预防，晚期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抽取2023年10月—2024年5月江

苏省 8 个市 14 家三级甲等医院住院的 226 例脑卒中

后吞咽障碍患者作为研究对象。（1）纳入标准：①经

CT 和（或）MRI 确诊为脑卒中；②经吞咽造影检查

（video fluoroscopic swallowing study， VFSS）或使用公

认的吞咽评估工具［洼田饮水试验（Water Swallowing 

Test，WST）评级≥ 3 级］证实存在吞咽障碍［11-12］； 

③生命体征平稳，病情处于平稳期，无口腔及咽喉

部占位病变；④年龄≥ 18 岁，神志清楚，能够正确

理解配合；⑤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研究。（2）排除标

准：①存在焦虑抑郁史或情感障碍性疾病；②存在

认知障碍或言语障碍；③合并严重心、肝、肾疾病

和恶性肿瘤者。（3）剔除标准：①填写问卷过程中

放弃作答或中途退出；②参与期间病情发生恶化

而无法继续；③资料数据不完整。本研究已通过

南京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查［编号：南医大伦审

（2023）555 号］。

二、方法

1. 调查工具：（1）一般资料调查表。通过阅读

文献和专家咨询自行制订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 

①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职业、个人经济情况、吸烟

史、饮酒史、性格特征等）；②临床资料（基础慢性病

个数、吞咽障碍相关并发症个数、脑卒中类型、病灶

部位、进食方式、饮水试验结果等）。其中，个人经

济情况为个人的每月收入情况；有吸烟史的患者为

连续或累积吸烟 6 个月或以上者；有饮酒史的患者

为连续或累积饮酒 6 个月或以上者；性格特征为患

者自评；基础慢性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

冠心病、心房颤动；相关并发症包括误吸、吸入性

肺炎、脱水、营养不良、窒息。（2）医院焦虑抑郁量表

（Hospital Anxiety and Depression Scale，HADS）。HADS

由Zigmond和Snaith创制，有 14 个项目，包括抑郁和

焦虑 2 个维度，各 7 个项目［13-14］。量表采用 4 级评分

法，评分为 0～3 分。每部分最高分为 21 分。得分

与焦虑和抑郁程度呈正比，分数越高表示情况越严

重，得分＞ 7 分被认为存在焦虑或抑郁［15］。HADS

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在本研究中其总表、焦虑

和抑郁子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分别为 0.820、

0.743 和 0.756。（3）D 型人格量表（Type D Personality 

Scale-14， DS14）。D型人格又称忧伤型人格，是一个

描述个体长期经历消极情感并在社交中表现出抑

制行为的人格类型。DS14 由 Denollet 编制，荷兰蒂

尔堡大学、香港中文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合作修订中文版，是鉴别具有 D 型人格高危人

curve was ＞ 0.7 for both models and the difference in predictive performance was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 ＞ 0.05）. Conclusions  The prevalence rate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with post-stroke dysphagia 

is high. Combining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with decision tree model to guide clinical practice enables early 
identification and prevention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patients， and late targeted intervention.

【Key words】  Anxiety；  Depression；  Post-stroke dysphagia；  Influencing factors；  Logistic models；   
Decision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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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有效工具［16-17］。该量表共 14 个项目，包括负

性情感（NA）和社交抑制 2 个维度，各 7 个项目。量

表采用 5 级评分法，评分为 0～4 分，每部分最高分

28 分，2 个维度得分同时≥ 10 分者被认为具有 D 型

人格特征［18］。该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和内部

一致性，在本研究中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792。 

（4）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PSSS 由 Zimet 等编制［19］，后经姜乾金［20］翻

译调适成中文版，是一种强调个体自我理解和自我

感受的社会支持量表，主要评估个体社会支持水平。

该量表有 12 个项目，包括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和其

他支持3个维度。量表采用7级评分法，为1分（极不

同意）～7分（极同意），总分为12～84分，得分越高代

表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中，12～36分为低支

持状态；37～60分为中支持状态；61～84 分为高支持

状态［21］。在本研究中 PSSS 中文版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01。

2. 资料收集方法：资料收集前与患者及家属做

好解释沟通工作，获取知情同意。一般资料从病历

系统和护理记录中获取；HADS、DS14 和 PSSS 由能

自行填写的患者填写，采用统一语言告知填写要求

并指导，确保患者填写正确有效；不能自行填写量

表的患者由调查者代其填写，并与患者进行确认。

问卷完成后当场收回并检查核对，及时补充缺失和

修改错误。

3. 质量控制方法：调查开始前统一对调查员进

行规范培训，调查员均已充分了解调查目的和内容。

为避免相互影响而造成信息偏倚，调查过程中对纳

入患者分开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完成后由 2 名研究

者录入数据并严格核对，确保数据的准确性。

4. 统计学方法：采用 Excel 2021 录入数据，导入

SPSS 27.0 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百分数

（%）描述，采用 χ2 检验。通过单因素分析筛选有统

计学意义的自变量，进一步纳入二元 Logistic 回归和

GHAID 决策树模型中进行检验。其中卡方自动交

互检测 CHAID 决策树模型的参数设置如下：树的生

长深度为 3 层，父节点最小个案数为 20，子节点最

小个案数为 5。树的拆分节点与合并类别的显著性

水准都规定为 0.05。采用 MedCalc 20 绘制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比较 Logistic 回归和决策树模型预测效

果，计算 2 种模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判

断 2 种模型的预测性能。双侧检验，以 P ＜ 0.05 为

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  果

1.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一般资料：共发放

226 份调查问卷，剔除中途退出或资料不全 5 份，

回收有效问卷 221 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 97.79%。

221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中男 154 例（69.7%），

女67例（30.3%）；年龄＜60岁73例（33.0%），60～69岁

63 例（28.5%），70～79 岁 45 例（20.4%），≥ 80 岁 40 例

（18.1%）。136 例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的焦虑和

（或）抑郁子量表得分＞ 7 分，存在焦虑和（或）抑郁，

焦虑抑郁发病率为 61.5%。

2.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

析：以有无焦虑抑郁分组，结果显示，有、无焦虑抑

郁患者在性格特征、进食方式、饮水试验结果、有无

D 型人格、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方面比较，差异均有统

计学意义（均 P ＜ 0.05）。见表 1。

3.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 Logistic

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的分析比较：（1）变量赋值

方式。以有无焦虑抑郁作为因变量，以患者性格特

征、进食方式、饮水试验结果、有无 D 型人格、领悟

社会支持水平等指标作为自变量，纳入 Logistic 回归

模型与决策树模型。变量赋值方式见表 2。（2）脑卒

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

归分析。进食方式、饮水试验结果、有无 D 型人格

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

抑郁的影响因素。其中，饮水试验Ⅳ级、有 D 型人

格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的独立危

险因素（P ＜ 0.05），间歇管饲、领悟社会支持高支持

状态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发生的保护

因素（P ＜ 0.05）。见表 3。（3）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决策树分析。决策树最终生长

层数为 3 层，结果显示对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

虑抑郁有影响的变量为有无 D 型人格、饮水试验结

果、进食方式、性格特征及领悟社会支持水平。其

中，决策树第 1 层为有无 D 型人格，说明此与焦虑

抑郁的关联性最强。有 D 型人格的患者中 85.1% 发

生焦虑抑郁，无 D 型人格的患者中 55.2% 发生焦虑

抑郁，前者远高于后者。有 D 型人格的患者受饮水

试验结果的影响，饮水试验结果为Ⅳ级和Ⅴ级的患

者可能更容易发生焦虑抑郁；无 D 型人格的患者受

进食方式的影响，长期鼻饲可能会导致焦虑抑郁的

风险增加。在长期鼻饲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

中，领悟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发生焦虑抑郁的风险

越小；在间歇管饲和经口进食的患者中，性格内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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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焦虑抑郁的发生可能高于性格外向患者。见图1。 

（4）Logistic 回归模型与决策树模型的比较。Logistic

回归模型的敏感度为 83.8%，特异度为 52.9%，约登

指数为 36.7%。决策树模型的敏感度为 50.0%，特异

度为 83.5%，约登指数为 33.5%。2 个模型受试者工

作特征曲线下面积均＞ 0.7，表明 2 个模型的分类预

测效果有实际意义并具有一定准确性。两者比较差

异无统计学意义（Z=0.023，P=0.981）。Logistic 回归

模型和决策树模型预测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比较

结果见图 2。

讨  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61.5%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

者有焦虑抑郁，发病率较高。国外一项研究将入院

时诊断为脑卒中后吞咽障碍的患者作为研究对象，

并调查了患者3个月后的焦虑抑郁情况，发现45.6%

的患者有焦虑抑郁［22］，低于本研究的发病率。此研

究纳入对象均为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且未考虑 3 个

月内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情况，

而本研究收集了不同脑卒中类型和分期的患者，范

表1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例（%）］

项目
焦虑抑郁

χ2 值 P 值 项目
焦虑抑郁

χ2 值 P 值
无（n=85） 有（n=136） 无（n=85） 有（n=136）

性别 吸烟史

  男 63（74.1） 91（66.9）
1.286 0.257

  无 39（45.9） 76（55.9）
2.096 0.148

  女 22（25.9） 45（33.1）   有 46（54.1） 60（44.1）

年龄（岁） 饮酒史

  ＜ 60 37（43.5） 36（25.6）

7.473 0.058

  无 32（37.6） 65（47.8）
2.187 0.139

  60～69 22（25.9） 41（30.1）   有 53（62.4） 71（52.2）

  70～79 15（17.6） 30（22.1） 基础慢病个数（种）

  ≥ 80 11（12.9） 29（21.3）   0 18（21.2） 15（11.0）

职业   1 40（47.1） 60（44.1） 5.957 0.051

  在职 17（20.0） 25（18.4）   ≥ 2 27（31.8） 61（44.9）

  退休 46（54.1） 84（61.8） 1.450 0.484 相关并发症个数（种）

  其他 22（25.9） 27（19.9）   0 49（57.6） 76（55.9）

婚姻情况   1 19（22.4） 39（28.7） 1.458 0.482

  在婚 78（91.8） 122（89.7）
0.258 0.612

  ≥ 2 17（20.0） 21（15.4）

  不在婚 7（8.2） 14（10.3） 脑卒中类型

受教育程度   出血性 29（34.1） 36（26.5）
1.473 0.225

  小学及以下 18（21.2） 42（30.9）

2.515 0.473

  缺血性 56（65.9） 100（73.5）

  初中 25（29.4） 35（25.7） 病灶部位

  高中 / 中专 22（25.9） 30（22.1）   基底节 52（61.2） 92（67.6）

  大学 / 大专及以上 20（23.5） 29（21.3）   脑干 14（16.5） 15（11.0） 1.542 0.463

个人经济情况（元 / 月）   多发 19（22.4） 29（21.3）

  ＜ 3 000 18（21.2） 34（25.0） 脑卒中分期

  3 000～4 999 21（24.7） 31（22.8） 0.442 0.802   急性期 37（43.5） 53（39.0）

  ≥ 5 000 46（54.1） 71（52.2）   恢复期 35（41.2） 63（46.3） 0.592 0.744

主要照顾者   后遗症期 13（15.3） 20（14.7）

  配偶 41（48.2） 61（44.9） 饮水试验结果

  亲属 27（31.8） 32（23.5） 4.059 0.131   Ⅲ级 43（50.6） 38（27.9）

  护工 17（20.0） 43（31.6）   Ⅳ级 23（27.1） 59（43.4） 11.873 0.003

性格特征   Ⅴ级 19（22.4） 39（28.7）

  外向型 59（69.4） 69（50.7）
7.486 0.006

D 型人格

  内向型 26（30.6） 67（49.3）   无 78（91.8） 96（70.6）
14.009 ＜ 0.001

进食方式   有 7（8.2） 40（29.4）

  长期鼻饲 34（40.0） 84（61.8） 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间歇管饲 11（12.9） 11（8.1） 9.96 0.007   中支持状态 24（28.2） 59（43.4）
5.117 0.024

  经口进食 40（47.1） 41（30.1）   高支持状态 61（71.8） 7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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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较广，这可能是两者焦虑抑郁发生情况产生差异

的原因。此外，由于焦虑抑郁诊断标准、研究样本

量、纳入人群及地区不一致等原因，脑卒中后吞咽

障碍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的比例存在较大差异［23-24］。 

朱明芳等［25］通过抑郁 - 焦虑 - 压力量表对脑卒中

后吞咽障碍患者的不良心理状态展开研究，结果表

明患者的量表总得分较高，不良心理状态程度较重，

其中抑郁和焦虑维度高于压力维度，故临床应重视

对此类患者的心理干预。

2 个模型结果均显示有无 D 型人格、饮水试验

结果、进食方式和领悟社会支持水平是脑卒中后吞

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而决策树模型结

果显示性格特征也是影响此类患者焦虑抑郁的原

因。已有研究证实，D 型人格与焦虑抑郁显著相关，

极大增加患者焦虑抑郁风险［26］。D 型人格患者具

有高应激反应，脑卒中和吞咽障碍作为严重的应激

事件，可能对其造成巨大的心理冲击，容易导致焦虑

抑郁［27］；加之患者吞咽功能和生活质量下降，使其

感知到更多的焦虑抑郁情绪。另外，D型人格患者存

在较低的健康促进行为和自我照护水平，可能影响

疾病治疗，阻碍吞咽功能康复进程和效果［28-29］。研

究表明，D 型人格与性格内向密切相关［27］。内向型

性格的个体通常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想法，当

此类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面对压力和挑战时，缺

乏情感表达和交流等有效应对机制可能使其情绪得

不到及时缓解，从而焦虑抑郁。

WST将吞咽障碍按严重程度由低到高分为5级［30］。

伴有吞咽障碍的脑卒中患者 WST 等级越高，吞咽功

能越差，患者越容易焦虑抑郁［31］。吞咽功能较差

者一般采用间歇管饲、长期鼻饲等为机体提供营养；

较好者则通过改良食物性状等方式经口进食［32］。

长期鼻饲的患者往往吞咽功能较差，医疗干预和康

复时间延长，患者面临持续的压力和长期的不确定

性；其次，长期鼻饲容易导致患者出现鼻腔刺激、咽

喉不适等生理感受；且饮食的限制影响患者营养摄

入及膳食消耗，进食依赖性变大易使其出现社交障

碍，均增加了焦虑抑郁风险［33-34］。而间歇管饲仅在

患者进食时插管，减轻了不良刺激，保护了患者的

社交自尊；还有研究表明间歇管饲对脑卒中后吞咽

障碍患者吞咽功能的改善显著高于长期鼻饲，提高

了患者的血清总蛋白和白蛋白水平，更有利于患者

从管饲向经口进食转化，这些均有助于提高患者康

复信心和生活质量，降低焦虑抑郁的风险［35-36］。

此外，有研究表明个人感知社会支持的程度与

积极的心理健康结果显著相关，且主观感知比客观

给予的社会支持对负性心理的影响更大［37］。所以

高支持状态对患者焦虑抑郁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因

此，医护人员应早期识别 D 型人格和内向型性格的

患者，提前预防焦虑抑郁。在治疗进程中积极与患

者沟通康复方案，阶段性评估患者吞咽情况，制定

合理营养的饮食计划，促进由管饲向经口进食的转

变，对于有一定自理能力的患者推荐使用间歇管饲

表2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变量

赋值方式

变量 赋值方式

有无焦虑抑郁 无 =0，有 =1

性格特征 外向型 =1，内向型 =2

进食方式 长期鼻饲 =1，间歇管饲 =2，经口进食 =3

饮水试验结果 Ⅲ级 =1，Ⅳ级 =2，Ⅴ级 =3

有无 D 型人格 无 =0，有 =1

领悟社会支持水平 中支持状态 =1，高支持状态 =2

表3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 Logistic 回归分析

变量 β值 SE 值 Wald χ2 值 P 值 OR 值 95%CI

常量 0.326 0.457 0.508 0.476 1.385 -

进食方式（以“长期鼻饲”为参照）

  间歇管饲 -1.182 0.522 5.125 0.024 0.307 0.110～0.853

  经口进食 -0.490 0.387 1.609 0.205 0.612 0.287～1.307

饮水试验结果（以“Ⅲ级”为参照）

  Ⅳ级 0.973 0.392 6.153 0.013 2.645 1.226～5.703

  Ⅴ级 0.605 0.462 1.713 0.191 1.830 0.740～4.526

有无 D 型人格（以“无”为参照）

  有 1.501 0.485 9.563 0.002 4.485 1.732～11.608

领悟社会支持水平（以“中支持状态”为参照）

  高支持状态 -0.650 0.323 4.043 0.044 0.522 0.277～0.984

    注：- 无数据



· 780 · 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25 年 11 月 20 日第 25 卷第 11 期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November 20，2025，Vol.25，No.11

的方法进食。同时，家属应在患者面对疾病和康复

过程中为其提供心理层面的支持，缓解其压力，预

防或减轻患者焦虑抑郁。

本研究中，Logistic 回归模型具有较高的敏感

度（83.8%），意味着此模型能较好地识别出脑卒中后

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但特异度较低

（52.9%），可能导致较高的假阳性率；决策树模型则

结果相反。2 个模型结果显示除了性格特征外，其

他因素是跨模型一致的，其重要性得到了双重验证，

两者的差异可能是由数据特性、模型设计等各因素

所导致。Logistic 回归模型的约登指数（36.7%）略高

于决策树模型（33.5%），表明在综合考虑敏感度和特

异度时，前者可能具有更好的整体性能。然而 2 个

模型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 0.05），说明两者

均有价值，后者能提供不同的视角和额外的信息。

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提供了精确的影响系数，可以

深入理解每个因素对焦虑抑郁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决策树模型则提供了直观的决策过程和树形结构，

能帮助识别关键的决策路径和变量组合。2 个模型

结合使用，通过比较不同预测结果的一致性，可以

提高分析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为更全面分析脑

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影响和预测因素提

供新的路径方式［38］。

综上所述，脑卒中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的发

病率高。医护人员及患者家属应关注患者有无 D 型

人格和内向型性格，提前预防此类患者产生负性情

图1  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抑郁影响因素的 CHAID 决策树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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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同时重视吞咽障碍严重程度、不同进食方式对

患者心理造成的影响。在治疗和康复过程中，也应

与患者积极沟通交流，给予安慰支持，提高患者领

悟社会支持水平，以减轻焦虑抑郁风险。对于已处

于焦虑抑郁的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可以综合焦

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和患者实际情况进行针对性干

预，以改善患者负性情绪，促进康复。本研究纳入

样本较少，采用便利抽样法，样本代表性存在局限

性，结果可能产生偏倚；且将焦虑抑郁合并进行讨

论，没有体现两者的差异性。未来可开展大样本的

前瞻性研究，引入新变量、改进模型算法或调整模

型参数，分别探究脑卒中后吞咽障碍患者焦虑和抑

郁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以更好地适应数据

的变化和临床需求，实现对患者的早期识别和预防

以及晚期针对性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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